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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情緒表達矛盾對關係滿意度
之影響：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

之探討

蔡孟席1、劉彥君2

伴侶在溝通時經常產生不滿，有的人為了避免與伴侶展開衝突，會採用情緒壓抑的策略，或是對

於表達情緒感到害怕抗拒，進而影響到伴侶的關係滿意度，而此對情緒壓抑或反芻的型態被稱為

情緒表達矛盾。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婚前成人伴侶在情緒表達矛盾與關係滿意度之關聯，以行動

者與伴侶相依模式（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Kenny & Ledermann, 2010）與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作為統計方法。測量工具為「情緒表達矛盾量
表」及「關係評估量表」。研究共獲得 207對成對伴侶樣本，共 414份有效問卷。本研究結果顯示：
1. 男性同時傾向有較高的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2. 在伴侶關係中，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個人情緒
反芻的確會使自身關係滿意度較低，然而不同於情緒反芻會對個人的關係滿意度造成負面影響，

在婚前伴侶關係中，個人的情緒壓抑反而能夠預測自身有較高的關係滿意度，亦即對尚無承諾關

係的婚前伴侶而言，儘管個人經驗到壓抑情緒不表達的狀態，這樣的狀態卻有助於個人對親密關

係有更高的滿意度；3. 在親密關係中的伴侶效果部分，不論男性或女性，目前尚無法證實自身的
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會影響伴侶的關係滿意度，這或也表示對尚無承諾關係的婚前伴侶而言，在

解釋關係滿意度時，更傾向歸因於個人因素，而非伴侶因素。

關鍵詞： 情緒表達矛盾、關係滿意度、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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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一直都是諮商實務現場經常被關注的議題之一，當在與伴侶或配偶互動時，許多來訪
者常會擔心：「我所表達的情緒，我的另一半能夠接受或理解嗎？」比起「情緒表達」本身，人們
似乎更在乎情緒表達的「結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King與 Emmons（1990）將此有關在想表達與不表達情緒之間產生的衝突稱之為情緒表達矛盾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EE），在其後續研究中發現，在夫妻關係中，丈夫情緒表
達矛盾愈高，其自身婚姻滿意度愈低，反之妻子的情緒表達矛盾與自身的婚姻滿意度並無相關，可
見情緒表達矛盾可能對關係滿意度有影響，且這樣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King, 1993）；後續也有
不少研究收集對偶資料，探討情緒表達矛盾對伴侶或配偶的影響，部分研究發現僅有夫妻一方的情
緒表達矛盾可預測另一方的婚姻滿意度，或者夫妻雙方的情緒表達矛盾可共同預測關係品質，又或
者個人的情緒表達矛盾與伴侶雙方的關係品質都有關聯，然而不曉得這些不同的結果是由於統計方
法、研究對象，抑或是文化差異不同所導致（李怡真、林以正，2006；Ben-Ari & Lavee, 2011）。
過去國內外對偶研究多採用傳統的相關分析或迴歸分析方法，為避免違反獨立性假設，在研究

設計上便無法同時納入配偶或伴侶資料進行分析，然而此作法容易造成資料在分析上有較大的誤
差，且失去同時探討不同變項與目標變項之關聯的機會。本研究採用 Kenny與 Ledermann（2010）
提出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進行對偶資料之分析，
是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同時測量伴侶雙方潛在變項之間的關聯，不
僅排除傳統統計分析方法可能違反獨立性假設的限制，更能減少測量誤差，並有助於瞭解伴侶關係
間的互動歷程，而非限定在單一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參考 Chen等人（2005）透過因素分析確認中文版情緒表達矛盾量表可分為「情

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兩個因素，為進一步區別並探討情緒表達矛盾在西方與華人文化脈絡下的
差異，本研究也將情緒表達矛盾分為「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並探討其與關係滿意度之關聯。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為：1. 瞭解不同性別之成人伴侶在不同情緒表達矛盾（情緒反芻、情緒

壓抑）的差異為何。2. 瞭解不同性別之成人伴侶個人情緒表達矛盾對自身及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影響
為何，並進一步探討對國內外研究結果產生差異的可能原因。

（一）情緒表達矛盾內涵與測量

「情緒表達矛盾」的概念最早由 King與 Emmons（1990）提出，他們認為當個體在多個目標間
產生衝突，會使個體產生矛盾情緒，而情緒表達矛盾即是「個體在不同情緒表達型態間互相矛盾的
經驗」。其可以不同形式體現，包含：壓抑表達、勉強表達，以及後悔表達。壓抑表達：指個體內
心想要表達，但卻選擇不表達；勉強表達：指個體內心不是真的想表達，但卻表達出來；後悔表達：
指個體表達出來，事後卻發現內心不想表達，因而感到後悔。藉此，可說情緒表達矛盾是一種因情
緒表達的意圖與實際行動不一致而產生衝突的內在心理狀態。
由過往臨床研究來看，學者認為人們有表達事件和感覺的需求，例如冠心症、癌症，以及其他

疾病被認為與患者的情緒壓抑有關，因此缺乏情緒表達，甚至壓抑情緒表達相較於將情緒表達出
來，可能是較不健康的狀態（King & Emmons, 1990）。然而，有研究以表達壓抑者（inexpressive 
repressors）和表達敏感者（expressive sensitizers）作為研究對象，發現表達敏感者相較之下有更多
情緒表達，然而其生理適應反而不佳，此研究結果顯示較多的情緒表達未必對個體健康有正面影
響，因此單論情緒表達與否，並無法用以預測個體生理適應狀況（Bell & Byrne, 1978，引自 King & 
Emmons, 1990）。King與 Emmons（1990）提出了情緒表達矛盾的概念，就是要解決此議題，其假
設影響個體身心適應的關鍵不在於情緒表達的「表面行為」，而在於情緒表達當下的「內在衝突」。
他們後來的研究結果也證實，相較於情緒表達與否，個體身心適應狀況更取決於表達或不表達情緒
的「欲求」是否被滿足，即個體是否經驗到情緒表達矛盾，才與生理、心理健康與幸福感有關。

King 與 Emmons（1990） 發 展 了 情 緒 表 達 矛 盾 量 表（The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Questionnaire, AEQ），題目的敘述皆由兩個衝突想法組成，例如：「我會努力保持
臉上的微笑，來讓他人覺得我很快樂，即使我心裡面並不是如此。」、「我會想與他人討論我的困
擾，但是時常沒辦法這樣做。」該量表除英文版本外，陸續也被譯為德文、阿拉伯語、韓文、中
文等，並應用在德國、以色列、伊朗、韓國、中國與臺灣等地（李怡真、林以正，2006；Albani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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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7; Ben-Ari & Lavee, 2011; Chen et al., 2005; Kim & Cha, 2013; Shahgholian et al., 2007）。原量
表 Cronbach’s α值為 .89，6週後的再測相關為 .78；在德國的研究中，刪至 18題仍有 .77至 .88的
內部一致性信度（Albani et al., 2007）；在韓國的研究中，則有 .85至 .91的內部一致性信度（Kim 
& Cha, 2013）；而國內研究在男性 Cronbach’s α值為 .94，女性部分為 .93（李怡真、林以正，
2006），顯示該量表即便經過翻譯和刪題，在跨國及跨文化施測上仍有不錯的信度。
在效度測量上，King與 Emmons（1990）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確認情緒表達矛盾量表可抽取

兩個因素，分別是對表達正向情緒（例如，愛與情感）產生的矛盾，以及對表達負向情緒（例如，
憤怒與嫉妒）產生的矛盾。然而隨後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發現，題項在此兩個因素上都有高負荷
量，而兩個因素之間也具有高度相關性，因而 King與 Emmons建議應將「情緒表達矛盾」視為單
一普遍的構念，後續歐美地區研究也多以 AEQ的總分，將 AEE視為單一構念進行測量。然而 King
與 Emmons也指出「矛盾」（ambivalence）的構念涵蓋了對表達正負向情緒產生的衝突，並假設其
包括抑制（inhibition）與反芻（rumination）兩種成分，但該假設並未在其研究中進一步驗證。
為進一步確認情緒表達矛盾量表的建構效度，Chen等人（2005）以中國湖南地區三所大學學生

為研究對象，以 King與 Emmons（1990）發展之原量表中文版測量情緒表達矛盾構念並進行因素分
析。其認為華人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在情緒表達經驗上可能與西方人有很大的文化差異。分析
結果發現情緒表達矛盾構念在華人文化中可由「情緒反芻」（emotional rumination）與「情緒壓抑」
（emotional suppression）兩個因素組成，在此，情緒反芻意指個人過度思考表達後的結果，因而抑
制表達；而情緒壓抑意指個人知覺到自身情緒，並試圖壓抑內在情緒經驗。
該分析結果不僅驗證了 King與 Emmons（1990）早期對情緒表達矛盾構念包括抑制與反芻兩種

成分的假設，且在測量情緒表達矛盾與人格間的關聯性時，發現「情緒壓抑」反映了華人人格的多
面性，尤其是華人文化中強調「面子」、「和諧觀」以及「整體性」等複雜面向，其研究結果也發
現華人的「情緒壓抑」對生活滿意度並無負面影響（Chen et al., 2005）。此結果也與早期 King與
Emmons研究發現個體情緒表達矛盾愈高，其心理幸福感愈低的結果相牴觸。這樣的差異可以說明
在不同的文化母群中，情緒表達矛盾中的情緒壓抑對個體心理健康存在不同意義。Han等人（2022）
的跨文化研究也發現，對美國受試者而言，情緒壓抑與較低的主觀幸福感有關，然而韓國受試者的
負向情緒壓抑與其生活滿意度有正向的低度相關，顯示負向情緒的壓抑不見得對個人生活滿意度有
負向影響，而此結果也呼應了前述的論點。在國內研究方面，潘俊廷與王沂釗（2022）亦透過探討
正向自我關懷與情緒反芻、情緒壓抑的關聯，其發現正向自我關懷與較低的情緒反芻有關，然而情
緒壓抑與正向自我關懷並無相關，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和正向自我關懷的不同關係也間接顯示兩者
可能分屬於兩種不同的構念。此外，國內陸續有研究探討情緒表達矛盾之建構效度，其中蘇芳儀
（2012）與鐘玉觀（2013）所獲得之因素結構與 Chen等人（2005）結果一致，而在曾哲宏（2020）
研究中，儘管題項分屬因素略有不同，仍將情緒表達矛盾分為兩個構念，並重新命名為「情緒揭露
困難」與「情緒抑制」，近似前述研究所指之「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綜合以上國內研究之
結果，可知儘管針對不同地區或不同對象，情緒表達矛盾構念的內涵略有差異，情緒表達矛盾構念
在華人文化或國內，確實可被分成「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兩種不同的構念向度。

（二）情緒表達矛盾相關研究

King與 Emmons（1990）起初以大學生為對象，探討情緒表達矛盾與身心健康之關聯，發現情
緒表達矛盾愈高，承擔生理症狀和負向情緒的風險也愈高。隨後 King與 Emmons（1991）以 50對
已婚夫妻為研究對象，亦發現情緒表達矛盾與憂鬱、生理困擾有顯著相關。在心理適應方面，國內
外許多研究皆發現情緒表達矛盾甚至能夠正向預測個人的憂鬱、焦慮與壓力等心理困擾（曾哲宏，
2020；Kunst et al., 2019; Shefaley Phebe & Shweta Kadaba, 2019）。
除探討與生理與心理適應的相關外，亦有學者將情緒表達矛盾的概念放到人際關係中做討論。

Emmons與 Colby（1995）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當壓抑情緒表達或經常後悔表達情緒，
會使得個人難以獲得社會支持，並進一步影響到幸福感。為進一步了解情緒表達與情緒表達矛盾在
人際互動脈絡中的影響，King（1998）設計了一組題目用來了解個體在解讀他人情緒時感到苦惱的
程度，題目敘述像是「當他人表達『不』時，通常似乎是在表達『是』」、「人們經常表達關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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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想要什麼或感覺什麼的複合訊息」⋯⋯等，結果發現解讀他人情緒而感到的困擾不一定會使個體
有更多情緒表達，但會使個體產生更高的情緒表達矛盾，表示當知覺到他人表達的情緒愈模糊，會
使個人在表達情緒與壓抑情緒表達之間產生衝突。
在性別差異方面，國外研究發現女性有較高的情緒表達矛盾（Ben-Ari & Lavee, 2011; King & 

Emmons, 1990）。King與 Emmons（1990）驗證了相較於男性，女性有更多的情緒表達，同時也有
更高的情緒表達矛盾，且該矛盾更常出現在正向情緒的表達上。然而國內研究卻呈現不同結果，李
怡真與林以正（2006）發現男性大學生的情緒表達矛盾在不同時間點較女性高一些，但此差異並未
達到顯著水準。後續有更多國內研究結果指出，男性大學生較女性大學生有更高的情緒表達矛盾，
顯示臺灣大學生在情緒表達矛盾上有性別差異（江文慈，2015；許瑜芳，2015；劉立慈，2012；蘇
芳儀，2012）。江文慈（2015）解釋，社會文化傾向期待男性應該要勇敢、堅強，而避免展現害怕、
悲傷等脆弱情緒，促使男性在經驗情緒時，對於表露脆弱情緒會有更多的擔憂。林佳樺與姜定宇
（2019）回顧了《本土心理學研究》中 12篇以探討夫妻關係的情緒表達為主題的文獻，其指出華
人男性在進入婚姻之後，其權威角色並不改變，然而為維護關係和諧，男性通常會學習避免衝突，
並且相較於女性，更習慣壓抑正向情緒的表達。在中國的研究中，梁亮與吳明證（2009）的研究結
果也發現在婚姻關係中，低自尊導致個人有較高的情緒表達矛盾，且較高的情緒表達矛盾並不利於
個人的情緒表達與婚姻滿意度，且該效果在男性中更為明顯，該結果或許說明了為何華人男性會有
較高的情緒表達矛盾。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假設 H1-1：國內婚前伴侶中男性的情緒表達矛盾顯著
高於女性。
由上述結果來看，情緒表達矛盾不僅存在單純的性別差異，甚至在不同文化中亦存在社會文化

造成的差異，然而此文化上的差異是否確實存在，先前已有許多以華人為對象的研究將情緒表達
矛盾分為「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進行探討（潘俊廷、王沂釗，2022；蘇芳儀，2012；Chen 
et al., 2005），本研究認為若能將情緒表達矛盾區分為「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兩個構念，並
放入親密關係脈絡中進行分析，或許將能對情緒表達矛盾在文化或性別上的差異提供更多的解釋方
向。因此參考上述研究結果，進而提出假設 H1-2：國內婚前伴侶中男性的情緒反芻顯著高於女性；
假設 H1-3：國內婚前伴侶中男性的情緒壓抑顯著高於女性。

（三）情緒表達矛盾與關係滿意度之關聯

有關愛情關係中關係滿意度的相關研究部分，許多研究將焦點放在伴侶如何因應關係中的衝突
對關係滿意度所帶來的衝擊。其中，與關係滿意度有關的認知與因應策略，可能包括：衝突因應策
略、成人依附型態、情緒表達方式等。
值得探討的是，即便是相同的衝突因應策略，根據不同的關係狀態、地區、年齡、研究設計

等，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也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當談到逃避型（avoidant）的衝突因應策略時，
在中東地區的研究發現夫妻雙方傾向使用「逃避」的衝突因應策略與較低的婚姻滿意度有關；而針
對 191對拉丁裔伴侶調查卻發現，妻子採用「逃避」的衝突因應策略，丈夫會有較高的婚姻滿意度
（Dildar et al., 2013; Stinson et al., 2017）。在國內研究部分，施雅恩（2020）的研究則發現單只考
慮衝突管理方式，「逃避」的衝突因應策略與自身的關係滿意度並無關聯，然而若同時考量衝突因
應策略與衝突發生後的情緒調節策略，則「女性」在面對衝突時採用逃避型因應策略對自身關係滿
意度有正向影響，其也從文化角度切入說明，由於對華人而言關係和諧經常被強調，特別是對女性
而言，迴避衝突對於維繫關係和諧往往有著正向影響。
成人依附型態也是經常與關係滿意度共同討論的變項，其測量依循「焦慮」與「迴避」兩個

軸線進行測量，又可區分為安全依附型、焦慮依附型、排除依附型與害怕依附型。與衝突管理或
衝突因應策略不同，成人依附型態強調的是在關係脈絡中，個人對於重要他人回應或關注的需求
（Mikulincer & Shaver, 2019）。在一項回顧了 132篇，以 APIM模式探討不安全依附型態與關係滿
意度的後設分析研究中，有學者認為焦慮與迴避依附型都與關係滿意度之間存在負向關係，且在行
動者與伴侶效果上都成立，但他們也發現成人依附與關係滿意度之間的關係會根據研究設計、關係
狀態、地區、年齡、交往時間等而有所不同（Candel & Turliuc, 2019）。若將成人依附型態和情緒
表達矛盾兩者相比，焦慮依附型近似於本研究提及之情緒反芻，兩者都描述了對於重要他人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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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關注感到焦慮的狀態，而情緒反芻更聚焦在表達情緒時對重要他人反應的焦慮；但排除依附型並
不等同於情緒表達矛盾的情緒壓抑，其差異在於排除依附型成人傾向迴避內心感受，以展現一種儘
管有需求但卻拒絕他人幫助的姿態，而情緒壓抑則是指個人意識到內心有情緒，卻選擇不去表達此
情緒經驗（Chen et al., 2005; Mikulincer & Shaver, 2019）。綜上所述，儘管迴避依附型與排除依附型
在APIM研究中對關係滿意度具有負向預測效果，然而其構念與情緒表達矛盾不完全相同，加上「逃
避型」衝突管理或衝突因應策略與關係滿意度的關聯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研究結果，因此本研究認
為仍有必要探討情緒表達矛盾與關係滿意度在 APIM模式中的關聯。
除認知與行為模式會直接或間接影響關係滿意度外，「情緒表達與否」對個人關係滿意度亦存

在影響，在一項納入 43篇研究共 105個效果量的後設分析研究中，Chervonsky與 Hunt（2017）指
出情緒壓抑與較低的戀愛關係品質有關，正向或非特定情緒的表達與人際結果有正向關係，而負向
情緒的表達對人際結果的影響則不大且好壞參半，這表示負向情緒的表達與否對個人關係滿意度可
能同時存在正負向影響。一項加拿大的研究發現當個人負向情緒表達程度愈高，對於自身關係滿
意度有正向影響（Ivanova & Watson, 2010），反之，當面對關係衝突時採用「表現壓抑」的情緒調
節策略，會加深衝突時的負面記憶，進而降低關係滿意度，對經常以「表現壓抑」作為情緒調節
策略的伴侶而言，也會提高其想結束關係想法的頻率（Impett et al., 2014; Richards et al., 2003）。
Schouten等人（2020）則比較了比利時與日本夫妻在壓抑情緒上的差異，就研究結果而言，日本受
試者較比利時受試者報告了更多的情緒壓抑，且對比利時夫妻而言，情緒壓抑與較低的衝突解決有
關，但對日本夫妻則不然；更細緻的去探討壓抑情緒的種類後，也如他們所預期的，日本伴侶更傾
向於壓抑正向情緒與社交脫離情緒（socially disengaging emotions）（例如憤怒）的表達，但在社交
參與情緒（socially engaging emotions）（例如內疚）的表達上，比利時與日本夫妻間的比較未有明
顯差異。在國內研究部分則發現，大學生在愛情關係中，在生氣情緒的表達上，不論是直接表達、
不表達或間接表達，皆會降低自身關係滿意度，但若能以控制生氣的方式表達自身的生氣情緒，即
個人能先壓抑負向情緒，以理智且客觀的態度向伴侶傳達自己的生氣情緒或處理生氣事件，將有助
於關係滿意度的提升（何冠瑩，2004；劉立慈，2012；劉育如，2020；鄭羽芯，2006）。
綜合上述研究，在認知與因應策略部分，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中，迴避衝突的因應策略或負向

情緒表達對關係滿意度可能有不同影響，這也顯示在研究情緒壓抑這個主題時，需特別留意文化差
異可能帶來的影響。例如，對華人文化來說，迴避衝突的因應策略並不影響愛情關係滿意度，甚至
在部分研究中發現，根據不同文化，女性採取「迴避」衝突因應策略，對自身或對方的關係滿意度
有正向影響（施雅恩，2020；Dildar et al., 2013; Schouten et al., 2020; Stinson et al., 2017）。而在情
緒表達方面，若個體未能向伴侶表達自己的負向情緒，或表達方式不當，可能會影響關係互動，進
而降低愛情關係滿意度。反之，若能以控制生氣情緒的方式表達負向情緒，甚至可能對關係滿意度
有正向影響（何冠瑩，2004；劉立慈，2012；劉育如，2020；鄭羽芯，2006）。因此重點似乎不在
情緒表達與否，而在於情緒表達的方式，以及個體表達情緒後，能否促成正向的關係互動，進而影
響自身或對方的關係滿意度。
在情緒表達矛盾與關係滿意度關聯的相關研究方面，King（1993）以婚姻關係成對伴侶作為研

究對象，探究婚姻關係中伴侶情緒表達矛盾與婚姻滿意度的關聯，發現情緒表達矛盾與自身關係滿
意度的相關結果有顯著的性別差異──丈夫的情緒表達矛盾愈高，其關係滿意度愈低，但妻子的情
緒表達矛盾並無法預測自己的婚姻滿意度。而 Ivanova與Watson（2010）也有同樣發現，其以 156
位在愛情關係中的成年人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對男性來說，情緒表達矛盾愈高，關係滿意度愈低，
但對女性來說，則沒有影響。然而，Dworkin等人（2019）新近的研究卻指出，若僅探討情緒壓抑，
則妻子的情緒壓抑與自身較低的關係滿意度有關。
在對偶層次上，一項研究以以色列夫妻為對象進行對偶分析，其以夫妻雙方的情緒表達矛盾預

測關係滿意度，結果發現夫妻雙方情緒表達矛盾較高的組別，其關係滿意度顯著低於夫妻雙方情緒
表達矛盾較低，或只有一方較低的組別。意指無論是丈夫或妻子，當個體的情緒表達矛盾愈高，其
關係品質愈低，且在預測關係品質上，相比夫妻一方的情緒表達矛盾，對偶資料的情緒表達矛盾更
能解釋關係品質（Ben-Ari & Lavee, 2011）。King（1993）的研究結果指出，丈夫的情緒表達矛盾
與妻子的婚姻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但妻子的情緒表達矛盾與丈夫的婚姻滿意度並沒有相關存在。
更進一步，Dworkin等人（2019）的研究結果發現，妻子的情緒壓抑與伴侶的關係滿意度無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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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為何情緒表達矛盾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存在這樣的性別差異，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相較於女性，
男性更不擅長知覺配偶的情緒表達矛盾，或者，即便知覺到了女方的情緒表達矛盾或情緒壓抑，也
不會透過此同理機制負面影響自身的關係滿意度。因此男性的情緒表達矛盾雖與妻子較低的關係滿
意度有關，然而女性的情緒表達矛盾，並不會對丈夫的關係滿意度造成危害。
國內研究方面，李怡真與林以正（2006）採縱貫設計進一步探究兩者的因果關係，並在關係品

質指標中納入關係滿意度、親密感與承諾感的測量，結果發現當個體的情緒表達矛盾愈高，自己和
伴侶的關係品質則愈低，顯示個人的情緒表達矛盾確實對雙方的關係滿意度有負面影響。
需要留意的是，有別於西方研究普遍認為「情緒壓抑」對個人生理與心理會產生負面影響，

「刻意壓抑情緒不表達」在不同情境脈絡中，可能是必要甚至是被視為是正向的。利翠珊與蕭英玲
（2008）曾針對國內夫妻探討衝突與忍讓對婚姻品質的中介效果，其研究結果發現忍讓行為能夠降
低外顯衝突，進而提升夫妻的婚姻品質，代表夫或妻願意克制自己的情緒以迴避直接的衝突，有助
於增進婚姻品質。利翠珊（2012）進一步擴充原先量表，維持原本的因素結構並重新命名構念為「忍
耐」、「容忍」、「忍讓」，對應其原先設計量表的「壓抑自律」、「接納包容」與「承受順應」，
在此研究中也發現容忍對夫妻婚姻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效果，而忍耐與丈夫婚姻滿意度無顯著關
聯，與妻子的婚姻滿意度則有顯著的低度負相關。除先前提及 Schouten等人（2020）比較比利時與
日本夫妻的跨文化研究外，Han等人（2022）亦比較了美國與韓國參與者在情緒壓抑與關係滿意度
關聯上的差異，其發現對於美國參與者來說，習慣性壓抑情緒與較低的關係滿意度有關，然而對韓
國參與者來說，雖然壓抑正面情緒與較低的關係滿意度有關，但壓抑負面情緒卻與關係滿意度無關，
亦即個人選擇壓抑負向情緒，在東亞華人文化圈中，不一定會對關係滿意度造成危害。
綜上所述，儘管部分研究結果皆指出，情緒表達矛盾對個人關係滿意度有負面影響，然而從國

內研究的討論中可發現「情緒壓抑」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若個人是為了維繫關
係和諧而選擇壓抑情緒，或是在面對衝突時採用迴避的行為策略，對自身或對方的關係滿意度不
必然有負面影響。此外，儘管西方的研究多將情緒表達矛盾視為單一構念來測量，但從 Chen等人
（2005）開始，陸續有許多研究嘗試將情緒表達矛盾區分為兩個構念來測量（曾哲宏，2020；潘俊
廷、王沂釗，2022；鐘玉觀，2013；蘇芳儀，2012），因此本研究參考 Chen等人將情緒表達矛盾
分為「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兩個構念的結果，想進一步驗證在伴侶關係中，個人的情緒反芻
或情緒壓抑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為何？由於國內外研究皆一致指出情緒反芻對關係滿意度或個人幸
福感有負向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個人情緒反芻對關係滿意度存在負向影響。據此，本研究提出假
設 H2-1：婚前伴侶中女性之情緒反芻可負向預測自身關係滿意度；H2-3：婚前伴侶中男性之情緒反芻
可負向預測自身關係滿意度。然而在情緒壓抑的部分，儘管部分本土或以華人為對象的研究指出情
緒壓抑不必然會對關係滿意度造成負向影響，但也未明確表示情緒壓抑對關係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如利翠珊（2012）指出，忍的內涵包含忍耐、忍讓與容忍，儘管容忍有助於提升夫妻雙方的婚姻滿
意度，然而消極的忍耐對關係滿意度仍有負向影響；而多數跨文化研究也僅說明情緒壓抑與個人關
係滿意度無關而非正向影響（Han et al., 2022; Schouten et al., 2020），因此在尚不確定情緒壓抑在關
係中扮演的角色之前，本研究仍假設個人情緒壓抑對關係滿意度存在負向影響。據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 H2-2：婚前伴侶中女性之情緒壓抑可負向預測自身關係滿意度；H2-4：婚前伴侶中男性之情緒壓
抑可負向預測自身關係滿意度。在伴侶效果部分，雖然國外有研究結果發現僅有丈夫情緒表達矛盾
能夠負向預測妻子的婚姻滿意度（Dworkin et al., 2019; King, 1993），但已有國內研究明確指出個體
的情緒表達矛盾能用以預測伴侶負向的關係品質，且此關係品質具有跨時間的穩定性（李怡真、林
以正，200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3-1：婚前伴侶中女性之情緒反芻可負向預測男性的關係滿
意度；亦即在女性情緒反芻與男性關係滿意度間，存在負向伴侶效果；H3-2：婚前伴侶中女性之情
緒壓抑可負向預測男性的關係滿意度；亦即在女性情緒壓抑與男性關係滿意度間，存在負向伴侶效
果；H3-3：婚前伴侶中男性的情緒反芻可負向預測女性的關係滿意度；亦即在男性情緒反芻與女性
關係滿意度間，存在負向伴侶效果；H3-4：婚前伴侶中男性的情緒壓抑可負向預測女性的關係滿意度；
亦即在男性情緒壓抑與女性關係滿意度間，存在負向伴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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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

King（1993）指出個人內的情緒表達矛盾，可能是兩人關係互動的一種反映。其後續研究也
發現解讀他人情緒而感到困擾會使個體產生更高的情緒表達矛盾，顯示情緒表達矛盾適合放在關
係脈絡中進行更深入的探討（King, 1998）。Kenny等人（2020）也指出家庭成員或伴侶具有相依
（interdependence）特質，意指個體的情緒、認知及行為會影響家庭成員或伴侶，而個體也會反過
來受家庭成員或伴侶影響。因此當代在探討愛情關係議題時，有愈來愈多研究開始以分析對偶資料
作為研究方法，然而傳統統計分析方法如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是基於樣本具有
獨立性的假設，以便使用標準化方法進行分析，若收集之資料不具有獨立性，則需要使用不同的統
計分析方式（Kenny, 1996）。

Kenny等人（2020）整理出三種處理對偶資料的統計模型，分別為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
（APIM）、相互影響模式（mutual influence model, MIM）以及共同命運模式（common fate model, 
CFM）。其中，又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APIM）最常被用於對偶研究中，此模型假設對偶資
料中的主要變項間有特定關聯，以本研究為例，在一段異性戀關係中，不僅男方的情緒表達矛盾與
女方的情緒表達矛盾有關聯，雙方的關係滿意度也會有所關聯。考量伴侶在關係中具有相依性，若
使用一般統計模式進行分析，將會違反樣本獨立性假設。而使用 APIM做為資料分析方法，在模型
中同時投入伴侶雙方自變項與依變項，即能打破傳統統計方法限制，一併考量伴侶雙方在關係中的
效應，亦即在探討變項間的關聯也納入另一方的影響，藉由比較行動者效果與伴侶效果，也能夠進
一步瞭解個人的關係滿意度是受自身或對方的情緒表達矛盾影響，以及該影響是否會因性別而有差
異（Cook & Kenny, 2005; Kenny, 1996; Kenny & Ledermann, 2010）。
在 APIM模式中，個體自變項對個體依變項的影響可被命名為行動者效果（actor effect）；而

個體自變項對伴侶依變項的影響可被命名為伴侶效果（partner effect）。在本研究中，投入伴侶雙方
的情緒反芻、情緒壓抑與關係滿意度，不僅能夠探討情緒反芻或情緒壓抑對個人關係滿意度的影響
（行動者效果），更重要的是能看到個人情緒反芻或情緒壓抑在伴侶關係中對彼此關係滿意度的正
負向影響（伴侶效果）。因此，根據 APIM模式與文獻回顧導出本研究模型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圖

女性情緒反芻

女性關係滿意度

男性情緒反芻

男性關係滿意度

女性情緒壓抑

男性情緒壓抑

註：主要變項間之實線為行動者效果，分別對應假設 H2-1∼ H2-4，虛線為伴侶效果，分別對應假設 H3-1∼ H3-4。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臺灣地區目前年滿 20歲之成人，問卷採匿名及網路問卷形式於民國 111年 1月
26日至民國 111年 7月 26日期間發放於 PTT批踢踢實業坊、Dcard、Facebook等社群平臺。在問
卷收集過程中，已經限定納入樣本條件為「年滿 20歲」、「未婚」、「目前與交往對象穩定交往 3
個月以上」以及「異性戀伴侶」，排除條件在資料配對過程也有再次確認雙方性別配對是否為異性



教 育 心 理 學 報802

戀伴侶。
非成對樣本作為後續探索性因素分析確認因素結構之用，確認回收的非成對樣本資料共129筆，

其中 7筆為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122筆，問卷有效率達 94.57%。有效樣本包含 30位男性、92位
女性，年齡中位數落於 25至 29歲（56.67%），交往時間中位數落於 25至 36個月（14.17%）。
成對樣本作為 APIM模式驗證分析之用，收集之資料經「雙方手機末三碼」與「雙方生日四碼

相加總合」配對，確認回收的伴侶資料共 207對（414份個人問卷），最終有效問卷為 207對（414
份個人問卷），有效填答率為 100%。年齡中位數落於 25至 29歲（50.48%），交往時間中位數落
於 25至 36個月（14.49%）。

（二）研究工具

1. 個人背景資料與交往狀況調查表

個人背景資料包含研究對象的性別、年齡，交往狀況調查表包含兩人交往時間。收集這些資料
是為了瞭解研究樣本的性質，並探討不同性別在主要變項上的差異情形。

2. 情緒表達矛盾量表

本研究為進一步瞭解國內婚前伴侶之情緒表達矛盾與關係滿意度之關聯，因此參照李怡真與林
以正（2006）翻譯自 King與 Emmons（1990）所編製的情緒表達矛盾量表，用以測量伴侶雙方的情
緒表達矛盾情形。原量表題數共 28題，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式六點量尺，請研究參與者判斷題目
所敘述的兩種相反意圖是否符合自己的經驗、狀況和感受，若非常符合，則給予 6分，反之則給予
1分。總分愈高，代表情緒表達矛盾程度愈高。
本研究以國內婚前伴侶為研究對象，考量情緒表達矛盾構念在國內外有不同之因素結構，且

情緒表達在不同文化脈絡中具有不同意義與影響，故參考 Chen等人（2005）因素分析的結果，以
非成對樣本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將情緒表達矛盾進一步區分為「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構
念，其中情緒反芻意指「個人過度思考表達後的結果，因而抑制表達」、情緒壓抑意指「個人知
覺到自身情緒，並試圖壓抑內在情緒經驗」。本研究後續刪去橫跨兩因素之題項共 4題，刪題後
全量表 24題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93，情緒反芻分量表共 12題，內部一致性係數
為 Cronbach’s α值 .89，情緒壓抑分量表共 12題，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86，兩個因
子在非成對樣本上共可解釋 53.17%的變異量；在成對樣本部分，重新檢視各觀察指標在兩因素上
的負荷量並比對過去研究發現，部分題項在本研究非成對樣本上有不錯的因素負荷量，然而在正式
樣本中其負荷量卻橫跨兩因素，且題目內涵與其他題目相近，代表這些題項在構念上歸屬並不穩
定，故決定刪除 6個題項，並依據刪除後的題項重新進行項目合併（潘俊廷、王沂釗，2022；蘇芳
儀，2012；Chen et al., 2005）。刪題後全量表 18題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91，情緒
反芻量表共 9題，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87，情緒壓抑量表共 9題，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86，兩個因子在成對樣本上共可解釋 49.35%的變異量。

3. 關係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採用何冠瑩（2004）翻譯自 Hendrick等人（1988）所編製的「關係評估量表」（the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RAS）以測量關係滿意度。相較於其他測量關係滿意度或關係品質之
量表，本量表具有簡效性，且被廣泛使用於伴侶、婚姻等相關研究與實務工作上。量表題數共七題，
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式七點量尺，若非常同意，則給予 7分，反之則給予 1分。總分愈高，表示
關係滿意度愈高。原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86，以 DAS量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Spanier, 1976）為校標關聯效度為 .80，具有良好之信效度。本研究以 414筆成對樣本（共
207對伴侶）資料進行信度考驗，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為 .89，標準化信度係數為 
.90，屬於高信度係數，表示該量表在本研究樣本上具有良好之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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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策略

本研究使用 SPSS程式以非成對樣本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確認因素結構，並以成對樣本進行
相依樣本 t檢定比較不同性別在主要變項上之差異、進行相關分析以瞭解不同性別在主要變項上之
間的關聯情形，並使用Mplus 8程式，以結構方程模式（SEM）驗證本研究之對偶模型。本研究採
用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APIM）（Kenny & Ledermann, 2010），以瞭解伴侶的行動者效果與伴
侶效果。為使模型能夠收斂以獲得最佳參數解，本研究另參考 Little等人（2002）的建議使用項目
合併法（item parceling）進行項目合併，將「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分別對應之觀察指標以「題
目—構念均衡」原則，依其因素負荷量重新合併為三個觀察指標（indicator），例如：若將因素負
荷量由大到小排序 1至 9題，則合併 1、6、7題為第一個指標，2、5、8題為第二個指標，3、4、9
題為第三個指標，作為本研究簡化模型之觀察指標。

結果

（一）各研究變項在基本人口學變項上的比較

透過相依樣本 t檢定對各變項進行分析，本研究發現性別在關係滿意度上並無顯著差異，然而
在情緒表達矛盾、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上皆有顯著差異，且進一步分析可知，男性的情緒表達矛盾（t 
= 5.56, p < .001）、情緒反芻（t = 3.78, p < .001）與情緒壓抑（t = 6.61, p < .001）程度均高於女性，
符合本研究假設 H1-1、H1-2、H1-3，國內婚前伴侶中的男性不論在情緒表達矛盾、情緒反芻或情緒壓
抑上，都相較伴侶中的女性要來得高。

（二）情緒表達矛盾與關係滿意度之關聯

透過積差相關分析，不同性別各變項的相關係數矩陣如表 1，研究結果顯示男性情緒反芻與男
性關係滿意度之間有顯著負相關（r = -.35, p < .001），男性情緒壓抑與男性關係滿意度有顯著負相
關（r = -.14, p < .050）；女性情緒反芻與女性關係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r = -.43, p < .001），女性
情緒壓抑與女性關係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r = -.14, p < .050）；在伴侶影響部分，男性情緒反芻與
女性關係滿意度有顯著負相關（r = -.21, p < .010），男性情緒壓抑與女性關係滿意度無顯著相關（r 
= -.12, p = .081）；女性情緒反芻與男性關係滿意度無顯著相關（r = -.06, p = .359），女性情緒壓抑
與男性關係滿意度無顯著相關（r = .05, p = .504）。此外，男性與女性彼此的關係滿意度有顯著正
相關（r = .34, p < .001）。

表 1
不同性別在各變項之相關係數（男，N = 207；女，N = 207）

1 2 3 4 5
1. 男性情緒反芻 –
2. 男性情緒壓抑  .70** –
3. 男性關係滿意度 -.35** -.14* –
4. 女性情緒反芻  .17*  .14* -.06 –
5. 女性情緒壓抑  .14*  .18*  .05  .77** –
6. 女性關係滿意度 -.21** -.12  .34** -.43** -.14*
註：粗體表示伴侶在同一研究變項上之相關係數。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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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伴侶情緒表達矛盾之行動者與相依模式分析

本研究在刪題後題項仍高達 31個（進行 APIM分析將轉換為 62個），為使模型聚斂以獲得最
佳參數解，本研究以項目合併法將「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分別對應之題項重新合併為三個觀
察指標，作為本研究簡化模型之觀察指標。在投入情緒表達矛盾量表與關係評估量表共 26個觀察
指標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如表 3，對偶分析之模式適配度為 χ2 = 445.57（p < .001）、CFI = 
.96、TLI = .96、RMSEA = .05、SRMR = .05，雖然多數指標有達到學者建議的標準，然而在標準迴
歸係數部分出現絕對值大於 1的結果，代表模型設定不被接受，觀察指標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
題（Bagozzi & Yi, 1988）。
因此本研究再次檢視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並依據過往研究結果及題項內容，再刪除 6個題項，

並依據刪除後的題項重新進行項目合併（Little et al., 2002）。重新投入情緒表達矛盾量表與關係評
估量表共 26個觀察指標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如表 2所示，本研究對偶分析之模式適配度為
χ2 = 422.04（p < .001）、CFI = .96、TLI = .95、RMSEA = .05、SRMR = .06，卡方自由度比小於 3，
各潛在變項對應之觀察指標之因素負荷量落在 .50∼ .90之間，顯示此模型已排除共線性的可能，
觀察指標能適切反應其所測量之潛在變項內涵。雖然卡方值並未符合理想數值之建議，然而卡方值
對於樣本數的敏感度極高，一旦樣本數較大，卡方值幾乎都會達到統計顯著的標準而使模型被拒絕，
因此可參考其他建議之適配指標。本研究對偶模型之其他適配度指標皆符合適配評鑑標準數值，代
表本研究成對樣本在模型適配度在可接受範圍內。

表 2
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刪題前

施測樣本

刪題後

施測樣本

適配評

鑑標準

模式適

配判斷

樣本數  207  207
題數  31  25
基本適配指標

　誤差變異 大於 0 大於 0 大於 0 是

　因素負荷量 .57∼  .91 .58∼ .90 .50∼ .95 是

　標準迴歸係數 .05∼ 1.30 .01∼ .96 絕對值小於 1 否（是）

絕對適配指標

　自由度 306 284
　Chi-Square 445.57 422.04 不顯著 否

（p < .001） （p < .001）
　Chi-Square比率 小於 3 小於 3 小於 3 是

　RMSEA .05 .05 < .08 是

　SRMR .05 .05 < .08 是

相對適配度

　NFI或 CFI .96 .96 > .90 是

　NNFI或 TLI .96 .95 > .9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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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結構模式之標準化係數

男—情緒壓抑

男—關係滿意度

男—情緒反芻

女—關係滿意度

女—情緒壓抑

女—情緒反芻

-.62*** -.96***

.28* .67***

-.01

-.11-.14

.13

.84**.28***

指標1

指標2

指標3

指標4

指標5

指標6

指標7

.73

.87

.71

.72

.73

.74

.58

指標1

指標2

指標3

指標4

指標5

指標6

指標7

.80

.90

.79

.72

.78

.78

.71

指標1

指標2

指標3

.87

.81

.82

.71***

指標1

指標2

指標3

.84.
80
.80

指標1

指標2

指標3

.90

.89

.79

指標1

指標2

指標3

.82

.82

.85

註：路徑在統計上達顯著以實線表示，在統計上未達顯著以虛線表示。

* p < .05. ** p < .01. *** p < .001.

由圖 2可知，在行動者效果部分，對婚前伴侶中的女性而言，情緒反芻可負向預測自身的關係
滿意度（-.96, p < .001），表示當女性情緒反芻愈高，自身關係滿意度愈低；情緒壓抑可正向預測
女性自身關係滿意度（.67, p < .001），表示當女性情緒壓抑愈高，自身關係滿意度愈高。對婚前伴
侶中的男性而言，情緒反芻可負向預測自身的關係滿意度（-.62, p < .001），表示當女性情緒反芻
愈高，自身關係滿意度愈低；情緒壓抑可正向預測女性自身關係滿意度（.28, p < .050），表示當女
性情緒壓抑愈高，自身關係滿意度愈高。因此假設 H2系列獲得部分支持，在婚前伴侶關係中，不
論男性或女性，情緒反芻都能負向預測自身的關係滿意度，然而情緒壓抑對關係滿意度呈現反向預
測的結果，不論男性或女性，情緒壓抑都能正向預測自身的關係滿意度。
在伴侶效果部分，對婚前伴侶中的女性而言，情緒反芻無法預測伴侶的關係滿意度（-.11, p = 

.534）；同樣的，情緒壓抑亦無法預測伴侶的關係滿意度（.13, p = .468），因此假設 H3-1與假設
H3-2皆未獲得支持，表示對女性而言，情緒反芻或情緒壓抑與伴侶關係滿意度間無伴侶效果。對男
性而言，情緒反芻無法預測伴侶的關係滿意度（-.14, p = .258）；同樣的，情緒壓抑亦無法預測伴
侶的關係滿意度（-.01, p = .964），因此假設 H3-3與假設 H3-4皆未獲得支持，表示對男性而言，情
緒反芻或情緒壓抑與伴侶關係滿意度間無伴侶效果。
整體而言，對個人來說，情緒反芻對關係滿意度有負向影響，情緒壓抑對關係滿意度有正向影

響，在對偶層次上，無論男性或女性的情緒表達矛盾皆無法預測伴侶的關係滿意度，亦即在男性或
女性的情緒表達矛盾與其伴侶的關係滿意度之間，不存在伴侶效果，因此本研究假設 H3系列未獲
得支持。

討論與建議

（一）本研究之主要發現

研究結果顯示，婚前伴侶中的男性不僅有較高的情緒表達矛盾，與伴侶相比，也有較高的情緒
反芻與情緒壓抑，因此假設 H1-1、H1-2與 H1-3均獲得支持。此外，本研究透過 APIM模式探討個人
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對自身及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影響，在對偶模型的行動者效果部分，個人情緒反
芻的確會使個人有較低的關係滿意度，因此假設 H2-1、H2-3獲得支持；然而個人情緒壓抑在 APIM
模式中，反而使個人有較高的關係滿意度，因此假設 H2-2、H2-4未獲得支持。在伴侶效果部分，本
研究假設H3系列認為個人情緒反芻或情緒壓抑會透過外溢效應對伴侶的關係滿意度造成負面影響，
然而在本研究樣本中並未觀察到此效果，因此假設 H3系列均未獲得支持。以下分為四個部分探討
本研究發現、文獻比對及可能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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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前伴侶之男性有較高的情緒表達矛盾

本研究相依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國內婚前男性有較高的情緒表達矛盾，包括經驗到的情緒反
芻與情緒壓抑都比女性伴侶要來得高。雖然早期 King與 Emmons（1990）針對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
結果顯示，女性有較高的情緒表達矛盾，但相同的研究在國內卻都顯示出不同的研究結果，國內男
性大學生的情緒表達矛盾顯著高於女性，儘管將情緒表達矛盾分成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分別探討，
仍得到相同的結果（江文慈，2015；許瑜芳，2015；劉立慈，2012；蘇芳儀，2012）。而本研究雖
然將研究對象擴及到婚前伴侶，並不限定在大學生上，仍得出相同結果，顯示國內婚前男性的情緒
表達矛盾的確有比女性要來得高的傾向。
情緒表達的性別差異是個複雜的主題，江文慈（2018）研究臺灣大學生在不同情境表達情緒的

性別差異，發現女性在正向情緒（快樂、喜愛、尊敬、感謝）與內化型負向情緒（悲傷、害怕、內疚）
的表達比男性多，而男性則表達較多的外化型負向情緒（生氣、厭惡、輕視和嫉妒）。然而情緒的
不表達不表示個人沒有情緒，反而更可能因為無法順利表達，而陷入情緒反芻或壓抑的狀態。江文
慈提及情緒表達之所以存在性別差異，是因為我們從小就被教導，在社會化的過程，不同的性別被
鼓勵表達不同的情緒，即女性被鼓勵表達正向情緒與內化型負向情緒以促進人際關係，然而男性雖
被鼓勵表達外向型負向情緒，卻得壓抑諸如悲傷、害怕、內疚等內化型負向情緒，而這也可能使男
性較難獲得社會支持，因此相較女性更容易經驗到情緒表達矛盾。
研究者認為造成國內外研究結果不同的主要原因可能也包括施測對象不同。相較於國內研究多

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國外研究多以婚姻關係中的夫妻為研究對象，因此國內外研究結果上的差異，
可能並非社會文化差異所致，而是來自於交往狀態與婚姻狀態本質上的差異。比如吳景濱（2018）
以尚未進入婚姻的大學生為對象，提及男性對愛情關係整體滿意度較低，可能與雙方關係發生衝突
時，男性傾向謙讓女性，或是女性在婚前交往關係擁有交往選擇權有關，若此論述成立，或許可理
解為男性在親密關係中為了維繫關係，加上前述提到，對於表露脆弱情緒有更多擔憂，使得男性相
較女性有更高的情緒表達矛盾。然而一旦進入婚姻後，男女可能隨著在婚姻關係中的角色轉變，在
婚姻適應上面臨不同困難，而有不同的情緒表達矛盾程度，國內本土心理學研究即指出，相較於男
性在進入婚姻關係後，其權威角色不變，妻子通常在面對角色轉換時有較大的壓力，且面對「傳統
父系傳承的雙重標準」與「傳統性別角色」影響，妻子的權力地位較低，同時又要考量維持家庭的
和諧穩定，這都可能使得妻子在進入婚姻關係後反而有較高的情緒表達矛盾（林佳樺、姜定宇，
2019；張思嘉等人，2008；曾秀雲、謝文宜，2021）。

（三）情緒反芻在愛情關係中對關係滿意度可能產生惡性循環

本研究以 APIM模型檢驗的結果顯示，在行動者效果的部分，不論男性或女性，自身情緒反芻
皆能負向預測自身關係滿意度，亦即自身情緒反芻越高，自身關係滿意度越低。該結果呼應了國外
跨文化研究的結果，亦符合國內大學生情緒表達方式與愛情關係滿意度相關的研究，其皆指出在愛
情關係中正向情緒的不表達與關係滿意度有負相關，反之在愛情關係中表達正向情緒，會使伴侶
感覺被稱讚增強，同時感染對方的快樂情緒，也能使愛情關係中的雙方更瞭解彼此。楊舒涵等人
（2021）的研究亦發現，婚姻適應較佳的男性，其與配偶多以積極建設的方式溝通，產後憂鬱也較低；
反之，有產後憂鬱的男性，不僅較少相互建設溝通，也有較多「要求／退縮」及「相互逃避」的負
向溝通模式，顯然，將情緒放在心中不表達與較低的關係滿意度有關，由此可知，個人若因情緒反
芻而無法直接表達正向情緒，將負面影響個人的關係滿意度（鄭羽芯，2006；Han et al., 2022）。
此外，Chen等人（2005）曾指出情緒表達矛盾越高的人，越會對自己的表達行為反覆思考，江

文慈（2015）在後續研究中也驗證了在各項情緒調節策略中，「反芻思考」最能預測情緒表達矛盾，
顯示情緒反芻高者傾向運用反芻思考策略調節自身情緒，亦即在遇到需要表達情緒的情境時，傾向
運用反芻思考者可能對於表達情緒有更多的擔憂，甚至會直接影響到表達情緒行為本身。對照本研
究結果，在愛情關係中個人越常反覆思考情緒表達行為，包括擔憂、害怕向伴侶表達情緒、後悔向
伴侶表達情緒，或不知道該如何表達情緒等，可能會進一步負向影響自身關係滿意度。因此若能減
少反芻思考的習慣，當個人遇到需要表達情緒的情境時，能夠減少多餘的擔憂想像，或改採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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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調節策略，例如尋求人際支持，或許能夠減輕個人情緒反芻的程度，進而提升自身的關係滿意
度。

（四）情緒壓抑對自身關係滿意度可能同時存在正負向影響

本研究以 APIM模型檢驗的結果顯示，在行動者效果的部分，不論男性或女性，自身的情緒壓
抑皆能正向預測自身的關係滿意度，亦即自身情緒壓抑越高，個人關係滿意度越高。此結果與本研
究所提出的假設「自身情緒壓抑能夠負向預測自身關係滿意度」不符。過往部分研究指出情緒表
達矛盾可負向預測婚姻滿意度或愛情關係滿意度（李怡真、林以正，2006；Ben-Ari & Lavee, 2011; 
Dworkin et al., 2019; Ivanova & Watson, 2010; King, 1993），然而在本研究中，自身情緒壓抑卻能正
向預測自身關係滿意度。
若僅從字面上來看，「情緒壓抑」容易讓人聯想到無法如實表達自身情緒，為一種不舒服的狀

態，甚至推測在愛情關係中，個人情緒壓抑愈高會導致個人關係滿意度愈差。然而「情緒壓抑」作
為「情緒表達矛盾」的成分之一，其所代表的意涵為「個人知覺到自身情緒，並試圖壓抑內在情緒
經驗」，因此個人是知道如何表達，但卻選擇不表達，而放到愛情關係脈絡中，個人主動壓抑特定
情緒，顯示個人可能是為了避免關係中的衝突，而選擇主動退讓。
施雅恩（2020）以APIM模式檢驗伴侶間情緒調節策略與關係滿意度的關聯，發現對女性而言，

若採取的是逃避型策略，「主動」選擇迴避衝突，會對自己的關係滿意度帶來正面影響。而本研究
卻發現，不論男性或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刻意壓抑自身情緒，會對自身關係滿意度帶來正面影響。
相較於西方文化強調個人主義，華人在評估一段關係的去留時，並不單只考量個人偏好、利益

評估，有時會考量到彼此的家族或社交圈，而選擇退讓（曾秀雲、謝文宜，2021）。研究者認為「壓
抑情緒以主動迴避關係間的衝突」，此概念近似於華人文化所強調的「忍讓」。利翠珊與蕭英玲
（2008）研究衝突與忍讓對婚姻關係品質的影響，其所指的忍讓行為包含「壓抑自律」、「接納包
容」與「承受順應」，而其研究結果也指出夫妻間的忍讓行為，能夠降低關係中的直接衝突，進而
提升婚姻品質。雖然本研究的「情緒壓抑」與「忍讓行為」所指內涵不完全相同，但同樣都是個人
為了迴避衝突或考量自身利益，因而主動抑制自身的情緒或行為，而此項內涵可對應到利翠珊與蕭
英玲忍讓行為研究中所包含的「壓抑自律」因素。研究者據此推論，在愛情關係脈絡中，對個人來
說，透過「壓抑自律」的忍讓行為，主動壓抑自身情緒，或許個人短期會感受到不舒服、矛盾感受，
但若預期此舉能夠減少關係中的直接衝突，整體而言是能夠提升自身的關係滿意度的。
而在國內外研究結果的差異部分，研究者認為差異來源可能包括研究對象的不同。本研究聚

焦的研究對象為國內婚前伴侶，相較於已經進入婚姻的夫妻，婚前伴侶正好處於年齡集中在 18至
29歲的成年初顯期階段（該年齡層佔本研究近 87%的樣本人數），提出成年初顯者的學者 Arnett
（2000）描述成年初顯期個體在愛情階段的樣貌，相比青少年階段更重視承諾，通常有更長與穩定
的交往時間，但卻未受到如夫妻或父母等這些角色身分的影響。另外，對已婚的夫妻來說，他們相
處的時間更長，關係通常也更緊密，一項探討情緒調節策略與情緒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的
長期追蹤對偶研究即發現，在不考量跨文化差異的前提下，在長期婚姻關係的互動背景下，表達壓
抑與婚姻滿意度其實無關，真正決定婚姻滿意度的反而是較高的情緒感染，他們解釋這可能是因為
這些夫妻自然的同步彼此的情緒，因此情緒感染調節了原先情緒調節策略對婚姻滿意度的關聯。
然而當情緒感染分數較低時，情緒調節策略就會接管對婚姻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Mazzuca et al., 
2019）。而這項結果可以很好的說明為何年輕伴侶與已婚夫妻的互動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會有差異，
或許在本研究中，由於婚前伴侶相較已婚夫妻缺乏承諾或足夠的感情基礎，因此其情緒感染分數較
低，並且情緒壓抑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更被強調。
另一個造成研究結果不同的可能原因，為本研究進一步將情緒表達矛盾區分為「情緒反芻」與

「情緒壓抑」，相較於國外研究僅以「情緒表達矛盾」預測關係滿意度，常會出現研究結果不一
致的現象，例如僅有丈夫或妻子一方的情緒表達矛盾能夠預測自己的關係滿意度（Dworkin et al., 
2019; Ivanova & Watson, 2010; King, 1993），或者夫妻雙方的情緒表達矛盾都能各自預測或共同預
測自身的關係滿意度（Ben-Ari & Lavee, 2011）。研究者認為情緒表達矛盾在華人文化中，本身就
包含「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兩個構念，且兩個構念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並不相同，因此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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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將情緒表達矛盾區分為兩個構念進行探討，自然會得出與國外研究不同的結果；而當進一步將情
緒表達矛盾區分為「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後，本研究發現情緒壓抑對關係滿意度的正向影響，
並不符合原先預期壓抑情緒會對關係滿意度造成負向影響的假設，這代表情緒壓抑的內涵在國內確
實有不同於國外的意義，而這樣的差異也造成情緒表達矛盾對關係滿意度的影響在國內外研究結果
有差異存在。
綜上所述，國內外研究結果的不同，除了來自於社會文化差異，也有可能是來自於交往狀態與

婚姻狀態本質上的差異，然而本研究僅針對婚前成人伴侶進行探討，無法得知以國內婚姻關係中的
夫妻為對象時，情緒表達矛盾對婚姻滿意度的影響結果是否與國外研究有差異，因此建議未來研究
者可以婚姻關係中的夫妻為對象，探討性別在情緒表達矛盾上的差異以及情緒表達矛盾對自身關係
滿意度影響的性別差異。

（五）情緒表達矛盾對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影響目前尚無法證實其具有因果關係

本研究以 APIM模型檢驗的結果顯示，在伴侶效果的部分，不論男性或女性，自身的情緒反芻
對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影響並未達顯著。該結果與 King（1993）探討夫妻情緒表達矛盾與婚姻滿意度
的研究結果部分相似，即一方的情緒表達矛盾不能完全預測另一方的婚姻滿意度。King以階層迴
歸分析結果指出丈夫的情緒表達矛盾能夠用以預測妻子的婚姻滿意度，然而本研究以 APIM模式，
透過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對偶資料將能同時處理多個變項，相比傳統的迴歸分析能夠減少測量誤差，
因此能夠更嚴謹地探討對偶資料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若更細緻的探討個人情緒反芻對伴侶的影
響，其實從本研究的相關分析結果可知，男性的情緒反芻與伴侶較低的關係滿意度有關，然而在
APIM模式中同時納入不同變項對伴侶關係滿意度的預測，會削弱原先情緒反芻對伴侶關係滿意度
的負向效果。而此論述也符合Mazzuca等人（2019）的研究結果，其說明情緒感染不僅能夠獨立預
測婚姻滿意度，亦能透過對伴侶情緒調節策略的調節作用，降低其原先對婚姻滿意度的影響，此即
APIM對偶模式的優勢，它已經把伴侶或夫妻之間互動的效應加以考慮，所得出的數據也更貼近現
實的結果。
此外，若進一步探討「情緒反芻」在愛情關係中對「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影響，個人反芻情緒

表達可分為兩種狀況進行討論，第一種狀況是當個人情緒反芻愈高，然而伴侶「未知覺」到個人反
芻情緒，那麼即使個人陷入情緒反芻的狀態，也不會影響伴侶的關係滿意度，故個人「情緒反芻」
無法預測伴侶關係滿意度；而第二種狀況則是當個人情緒反芻愈高，而伴侶「知覺到」個人情緒反
芻，伴侶可能會同理個人情緒反芻狀態，然而此同理性反應並不會影響其對自身關係滿意度的評價，
表示個人情緒反芻對伴侶關係滿意度的伴侶效果不存在，亦即影響自身關係滿意度的關鍵仍以個人
的情緒壓抑或情緒反芻為主，男女雙方各自的情緒表達矛盾並無法影響伴侶在愛情關係中的滿意程
度。
同樣的，在伴侶效果的分析結果上顯示，不論男性或女性，自身情緒壓抑對伴侶關係滿意度

的影響並未達顯著。若根據過往研究結果顯示，情緒表達矛盾無法一致的預測伴侶或婚姻滿意度
（Dworkin et al., 2019; Ivanova & Watson, 2010; King, 1993），研究者因此推測「情緒表達矛盾」所
包含的「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因素，在愛情關係中可能扮演著不同角色。當情緒壓抑由西方
來到華人東方社會時，情緒壓抑作為華人經常在親密關係中運用的情緒調節策略，其效果主要在於
避免衝突。
若進一步探討「情緒壓抑」在愛情關係中對「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影響，個人壓抑情緒不表達，

同樣可分為兩種狀況進行討論，第一種狀況是當個人壓抑情緒不表達，且伴侶「未知覺」到個人壓
抑情緒，那麼即使個人壓抑情緒不表達，也不會對伴侶造成影響，故個人「情緒壓抑」無法預測伴
侶關係滿意度；第二種狀況是當個人壓抑情緒不表達，且伴侶「知覺到」個人壓抑情緒，可能會引
發伴侶產生虧欠與愧疚等負向情緒，然而個人壓抑情緒，可能是一種藉由忍耐或忍讓來迴避關係衝
突，進而維繫關係和諧的表現，伴侶亦可能產生被包容因而心生感謝的正向情緒，因此對伴侶來說，
個人壓抑情緒不表達，可能會使伴侶同時產生虧欠愧疚卻又包容感謝的正負向複雜感受。然而由於
本研究在對偶資料的收集上，僅調查個人情緒表達矛盾與關係滿意度，因此尚無法確認個人情緒表
達矛盾對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影響，是否與「知覺伴侶情緒表達矛盾」有關。故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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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一步探究「知覺伴侶情緒表達矛盾」在個人情緒表達矛盾與伴侶關係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中
介效果。
此外，尚須留意研究結果差異可能來自於研究對象的不同，近期有研究特別針對成年初顯期，

探討該階段個體在愛情關係中依附型態、雙元自主性與衝突因應策略之間的關聯，其結果指出不論
男性或女性，個體自主性愈高，愈傾向採用策略性分離的因應策略，說明當個人愈聚焦在滿足個人
需求時，在面對關係衝突時，傾向先壓抑自身情緒與對方保持距離，待情緒和緩再決定如何處理衝
突；而該研究也發現女性的個體自主性或關係自主性可預測男性伴侶所採用的衝突因應策略（袁欣
如，2021）。這樣的結果或許也說明了在成年初顯期階段的愛情關係中，儘管彼此的互動很大程度
與自身關係滿意度有關，個人如何詮釋與解讀愛情關係，可能仍傾向歸因於個人因素，而非伴侶因
素。

（六）研究限制

無論成對樣本或非成對樣本，受試者年齡多落於 20至 29歲，因此需留意研究結果可推論的範
圍。在研究變項部分，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個人情緒表達矛盾皆無法預測伴
侶的關係滿意度，然而究竟是因為伴侶無法知覺到個人的情緒表達矛盾，或其實伴侶能夠知覺到個
人的情緒表達矛盾，但仍無法預測伴侶關係滿意度，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根據研究旨趣，在收
集對偶資料時，一併收集「知覺伴侶情緒表達矛盾」或其他變項，以對愛情關係中情緒表達矛盾的
影響效果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七）研究建議與應用

根據研究結果，實務工作者應留意性別差異在情緒表達矛盾上對伴侶的影響，若面對的來訪者
為成年初顯期男性，可留意其在愛情關係中表達自身情緒是否比伴侶經驗到更多矛盾，而這樣的落
差是否會影響自身或伴侶的關係滿意度？建議可協助伴侶雙方覺察自身情緒，在伴侶諮商中，可以
讓伴侶多練習向對方表達自己對關係的想法感受，同時雙方也可學習傾聽並知覺伴侶在情緒表達上
的矛盾程度，或許藉由主動同理對方在表達情緒的矛盾，能夠變相降低伴侶的情緒表達矛盾，進而
提升雙方各自的愛情關係滿意度。
此外，本研究也建議當面對婚前成人伴侶諮商感情困擾時，可協助案主或來訪者探索自身在愛

情關係中對情緒表達的困難、猶豫或害怕，實務工作者亦可針對案主情緒反芻的模式進行探討，或
者藉由認知治療理論讓案主學習情緒、想法與行為之間的關聯，藉此增進對個人情緒反芻的覺察，
並有效控制情緒反芻對關係滿意度帶來的負向循環。
最後，當發現案主將壓抑情緒作為僵化的情緒調節策略時，可協助探討案主壓抑情緒的時機、

頻率、時間長度，以及壓抑情緒的種類，尤其當案主面對負面情緒時所採取的反應，根據反應的結
果，可能會對愛情關係造成截然不同的影響，實務工作者可協助讓案主有機會瞭解愛情關係的互動
樣態外，也能看見伴侶彼此對關係正向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與讓步。雖然本研究結果指出，個人情緒
壓抑對自身關係滿意度可能有正向影響，然而若將壓抑情緒不表達作為一種僵化固定的情緒調節策
略，習慣將情緒放在心中不表達，即便能夠短暫迴避關係衝突或維持關係的和諧，就更長期來看，
卻可能使個人對關係感到不滿，認為自己是犧牲、忍耐的一方，伴侶也會因為不清楚個人的狀態，
而使關係衝突加劇（何冠瑩，2004；鄭羽芯，2006）。本研究所測量的「情緒壓抑」僅代表個人出
於某些原因而主動壓抑情緒的表達，內涵並未提到個人在壓抑情緒後，能否向伴侶溝通說明自身的
情緒狀態。而在何冠瑩（2004）與鄭羽芯（2006）的研究中則有明確指出，控制生氣情緒的表達方
式與愛情關係滿意度有關，表示個人若能夠克制負向情緒，冷靜客觀的向伴侶溝通自己不高興的理
由，或處理負向情緒事件，則在愛情關係中能夠感受到較高的滿意度。因此建議仍須留意案主在壓
抑或控制情緒後，能否正式與伴侶進一步溝通討論負向情緒事件，或許才是提升關係滿意度的主要
關鍵。
在研究建議部分，本研究再次確認了情緒表達矛盾在國內可分為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且兩者

對關係滿意度具有不同的影響，而此研究結果也與國外研究有所不同。但由於本研究聚焦於婚前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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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的探討，也指出研究對象的不同，造成國內外研究結果的差異，因此情緒反芻與情緒壓抑對已婚
伴侶之關係滿意度的影響仍值得未來研究作進一步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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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between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alysis of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Meng-Hsi Tsai1 and Yen-Chun Liu2

Couples often experience disputes or dissatisfaction in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this can affect thei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Some individuals use strategies such as emotional suppression to avoid conflicts with their partners. Others feel 
afraid and reluctant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s, which may adversely affect their in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King and 
Emmons (1990) described this conflict between the desire and reluctance to express emotions as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EE). According to many studies, AEE can influence marital satisfaction or relationship quality, with observ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is influence. In Taiwan, AE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among male college students than among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Statistical methods commonly used in the past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differences in results, and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used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to analyze dyadic data. This approach enables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latent variables of partners. Two factors of AEE were identified, namely 
emotional rumination and emotional suppression, and these factors were examined with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The primary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wofold: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AEE (i.e., emotional rumination and 
emotional suppression) between adult partn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to explore how the individual AEE of these partners 
affects their perceive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their partners’ evalua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dditionally, 
the study identified potential reasons underlying variations in research results between cross-cultural studies.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this study proposed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First, AE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among Taiwanese male individuals 
in premarital relationships than among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H1). Second, in premarital partner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 
AEE is a predictor of the individual’s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H2). Third, in premarital partner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 AEE 
can predict partne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H3).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on relevant community platforms. Demographic and research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s. Each questionnaire included the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questionnaire 
(Lee & Lin, 2006) and the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Ho, 2004). The APIM (Kenny & Ledermann, 2010)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re used as statistical methods to analyze dyadic data. A total of 207 premarital couples were included and 
completed a total of 414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participants were heterosexual couples, were aged 20 years or older, were 
unmarried, and had been in a stable relationship for more than 3 months. The median age was 25 to 29 years (50.5%), with a 
median relationship duration of 25 to 36 months (14.5%). The follow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were drawn.

First, in premarital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men exhibit higher levels of AEE than do women. This trend is observed even 
when AEE is separately analyzed as emotional rumination and emotional suppression, indicating a consistent pattern of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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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valence among male partners in Taiwan.
Second, emotional ruminat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may lead to a vicious cycle that negatively affects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For both men and women, personal emotional rumination reduces self-reporte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s who frequently ruminate on their emotional expression behaviors, including worrying about 
expressing emotions, regrett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or feeling indecisive regard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may experience low 
self-reporte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refore, reducing emotional rumination in scenarios that require emotional expression 
may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worrying and imagination. Alternatively, adopting different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seeking social support, may aid in reducing personal emotional rumination, thereby enhancing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ir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for both men and women, personal emotional suppression positively predicts self-reporte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refore, for premarital couples, although withholding emotions contributes to increased personal 
satisfaction with intimate relationships, emotional rumina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Furthermore, 
emotional suppress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elf-reporte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t the dyadic level, neither male nor 
female emotional expression inconsistency can predict the degree of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partners. In other words, 
no partner effect is observed between male or female emotional expression inconsistency 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refore, emotional suppression may hav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se findings differ 
from those of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umabl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differences in study populations. Unlike Western populations, Taiwanese individuals may perceive temporary suppression of 
emotions as contributing to relational harmony, and therefore, such suppression may not affect thei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refore, the present authors hypothesized that within Taiwanese culture, AEE includes the subconcepts of both emotional 
rumination and emotional suppression, with each subconcept having a unique effect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Moreover,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unmarried. Unlike married couples, premarital couples are typically in the stage of emerging 
adulthood, aged 18 to 29 years old, which represents nearly 87% of the sample in this study. Arnett (2000) characterizes 
individuals in this stage as emphasizing commitment mor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compared to adolescence. They often have 
longer and more stable relationships but aren’t influenced by roles like spouses or parents. Additionally, for married couples, 
their longer time together usually leads to closer relationships. A longitudinal study concluded that emotional suppress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long-term relationships. Instead, higher levels of emotional contagion are the 
primary determinant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This phenomenon may be attributed to spouses naturally synchronizing each other’s 
emotions, thereby modera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itial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However, 
when emotional contagion levels are low,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positively affect marital satisfaction (Mazzuca et al., 
2019). This finding explains why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suppression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differs between premarital 
couples and married couples. Therefore, the present authors hypothesized that compared to married couples, premarital couples 
have lower degree of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suppression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s emphasized.

Fourth, for both men and women,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rumination and emotional suppression on partne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s nonsignificant, and the causation between AEE 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has not been proven. 

Because this study primarily involved participants aged between 20 and 29 years, caution must be exercised in attempting 
to generalize the research finding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for both men and women, individual AEE cannot 
predict partne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However, whether this phenomenon occurs because partners fail to perceive individual 
AEE or because they perceive it but fail to predict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remains unclear. Therefore, further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determine whether perceived partner AEE is a mediator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EE 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practitioners should consider gender differences when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AEE on partner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a relationship, men should remain aware of whether their 
emotional expressions are perceived to be contradictory by their partners. Furthermore, in couples counseling, promoting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s and feeling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fostering active listening may mitigate AEE and thereby 
potentially enhanc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for both partners.

In premarital counseling for relationship challenges, practitioners should help their clients explore their difficulties, 
hesitations, or fears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ey should also discuss patter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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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rumination or use cognitive therapy to help their clients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emotion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This approach can increase the levels of awareness toward individual emotional rumination and effectively limit its 
negative effect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f clients choose to use emotional suppression as an “inflexibl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practitioners should explore 
the timing, frequency, duration, and type of suppressed emotions. They should also help their clients understand both the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and compromises made by each partner in the relationship. Although 
individual emotional suppression ma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practitioners should be aware 
of whether their clients can communicate and discuss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with their partners later. Doing so can improv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over time.

In summary, for unmarried couples in Taiwan, AEE can be divided into emotional rumination and emotional suppression, 
with each subconcept having a unique effect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Further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rumination and emotional suppression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married couples.

Keywords: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in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ctor–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